
 
 

“德治”语境中的“亲亲相隐”——对穆南珂先生“商榷”的商榷 

  

郭齐勇  龚建平 

  

署名穆南珂的文章《儒家典籍的语境溯源及方法论意义》（见《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以下简称“穆文”），提出“历史地研

究儒学”、“批判地对待儒学”的要求，即希望对儒学语境进行追溯和在方法上强调“批判”。原则上，这些观点本身并无新颖之

处。而且，穆文引申不出上述观点，彼此并不相应。笔者对穆文中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其方法论，不敢苟同。既然穆文要求与笔者

商榷，权且以此文作答，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穆文首先就笔者与刘清平先生商榷的一篇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见《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父子相隐’是不是社会常态？第二，能否不顾法律，仅从伦理上看待‘父子相隐’？”按我们的理解，穆文的重要论点

是笔者在解释“父子相隐”为传统社会的“常态”时，又承认今日法律对此的不同处理为“自相矛盾”；其重要论据是《吕氏春秋

·当务》、《淮南子·氾论》、《韩非子·五蠹》、《庄子·盗跖》等文献论“其父攘羊”一事，不是如笔者所说的“相近”，而

是大相径庭。概括起来，就是在对待“父子相隐”问题时有所谓的“特殊主义”与“双重标准”。 

一 

首先必须指出，穆文的这些“问题”是以假设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如果它的假设不成立，则它的“问题”就是个伪问题。穆文假设

了什么呢？它假设传统“法律”与伦理的对立一面的不可调和性，又假设今天西方的法律沒有“亲亲相隐”的内涵，抽象地简单化

地理解作为历史范畴的“正义”，以当下的某些法律条文和自己的某些想法，想当然地认为是西方的、现代的，因而是所谓进步

的、正确的，以之为理想设计、甚至为不可移易的信仰，看成是一切文明社会法律的起点，据此否定传统，认定中国传统思想特别

是儒学思想的落后、反动、非正义，是所谓今天贪污腐败的源头。 

世界法制的历史经验与穆文的乌托邦设计（或南柯一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其间才真是大相径庭！据法律学与法制史专家范忠

信教授等人的研究，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上都有“亲亲相隐”或亲属

容隐的理念与规定。不仅我国从春秋到隋唐时期的思想家，以及从秦律到唐律到清律到中华民国的法律，反对强迫亲属之间互证有

罪，反对株连亲属，以免严重损害伦常，而且西方同样也是如此。“亲亲相隐”本来就是人类性的、普世性的，而不是什么特殊性

的、中国所独有的。西方对“亲亲互隐”的探讨，在《理想国》和“十二表法”中都有体现或记载。古时希腊社会有主张为亲属隐

瞒罪过的观念。苏格拉底非难智者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游氏也承认为子者讼父杀人是慢神的事。古希腊人认为亲子关系受神庇

护，告发亲人使其受刑罚就是冒犯神。古中国人则将亲情理解为天赋的，告发亲人使其受刑罚就是冒犯天。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令，

讲“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该诏令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

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即后世所谓“赋予合法权利”）。从罗马法到今天西方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东欧一

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乃至今天的俄罗斯，在制度上都明确规定了相关内容。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容隐的规定甚多甚细，如子

不得告发家长对己私犯；同一家长权之下亲属相盗不发生诉权；未经许可而告其父者，任何人可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尊卑亲属（主

要指父母子女）互相告发者丧失继承权（告发叛国罪除外）；不得令亲属互相作证；父子不宜相互指证；家长或父亲有权不向受害

人交出犯罪的子女，即可以躲避复仇或藏匿拒捕。古罗马法格外强调家子为家父隐罪，而且子告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继承权，父

只有在告发子犯有应处死刑的重罪时才丧失对子的继承权。19世纪法、德诸国刑法中肯定容隐的权利，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

故意匿隐、令他人隐匿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等均不受处罚。现行法、德、意诸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有拒

绝作证的权利，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的近亲属负刑事责任的问题，甚至可以作

伪证。司法官有义务保证证人此种权利，防止司法专横和变相株连。法官一般不得就可能有损于证人亲属的名誉的事实发问，且应

告知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得强迫其作证或宣誓。从古至今（中国至民国时期），中西方法律都有容隐亲属范围不

断扩大的趋势。（详见范忠信，第87-104页）范忠信教授的研究不仅指出了亲属容隐在中西法律传统中的相通之处，也指出其相异

之处，并对如何认识和评判亲亲相隐这一法律-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特别是它在当代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功能与

意义作了分析。 

穆文以其所理解的西方法律来反传统中国，一方面抹杀了人类各族群理念、国家法律制度上关于亲亲互隐的普世性，不理解其中深

层的文化与伦理内涵，另一方面又不理解“中华法系”之为“中华法系”的特殊性。因此，在说明了“亲亲互隐”的人类性、普遍

性之后，我们有必要进而分析“中华法系”的根本特点，阐明必须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大批判的方式认识“亲亲

互隐”。在说明了法治语境下的亲亲互隐后，我们再来说德治语境下的亲亲互隐。 

二 

中华法系的特性是“伦理法”。在伦理法中，伦理与法并不对立，而是统一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伦

理法的基本品格是“德主刑辅”。所以，原则上，传统中国并没有与穆文不加讨论地使用的“法律”一词完全对应的概念。不仅

“刑”是“法律”，“礼”甚至“风俗”的某些具体内容也包含有相当多的今日所谓“法律”的内容。《唐律》规定“不孝”、



“不义”者，为“十恶不赦”。而“刑”才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脱离历史时代，从“主观臆想”的抽象“法律”观念出发来“批

判”儒学，就不知是“批判”哪门子的儒学了。穆文的作者不明白“父子相隐”在中国是否是“常态”，我们此处只从伦理法所主

张的“德主刑辅”的基本特点来看，就可以知道穆文何以从文献“绝难看出”的原因。 

“德主刑辅”的基本内涵，应是德者治国；对民宽惠，实行“仁政”；教育为主，“先教后诛”。其具体表现是“德治”、“礼

治”、“人治”。在此，我们大体应该从历史条件出发来理解“德治”的精神，然后才谈得上批判。孔子有两段话说明“德治”的

理由，应该算得上是十分明白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显然，为了使人能“有耻且格”，并指向“无讼”的理想，孔子儒家

倾向于“德治为主”。这显然是出于“立教”的目的。“父子相隐”应该是服从于这一目的的。“父子相隐”作为常态的意思，是

因为它代表着儒家文化得以产生的根基。这个根基不在“方外”，也非人可随意造作。从礼的角度看，父子关系大如天。《礼记·

哀公问》记载，孔子云：“……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礼记·檀弓》：“事亲有隐无犯。”君臣关系乃至其它社

会关系是父子关系的类推。立教不仅涉及知，而且更重要地涉及“情”的问题。所以，《大学》在引“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

无讼乎”之后，又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乐记》又说：“情深而文明”。这些话在笔者看来，是相关的。不过，需要指明

的是：情或亲情，非为个人的私情，在根本上，它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情。因而，即使退一步说父子关系并不具有特殊的意

义，但至少从个人修养上，亦是不可能回避的，且是“成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说“父子相隐”是常态，是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与“先教后诛”思想相对立。而穆文一再抓住“其父攘羊，其子证

之”一事，大赞其子“公正”，不断地上纲上线，是小题大做。穆文不明白“常态”问题是由于对伦理法的特点缺乏了解。穆文说

“从文献绝难看出”“父子相隐”是常态，殊不知《孔子家语·始诛》载：“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

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氏闻之老大不高兴，因为他正想借机抓一个不孝的典型以正风俗。当冉有问及孔子，孔子喟

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我们并不知此父

子之讼的缘由，但从“其父请止”和孔子赦之之间的关系可知，这是父子相互诉讼的案件，恐怕也是一些不必诉诸刑律的鸡毛蒜

皮。既然是小的纠纷，那么，即使其子有“不孝”之举，不谈法律，至少在道德上，其父不论是“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抑或“教之

不行”，都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在孔子看来，虽并非不用刑律，但只有不从教化的“邪民”，才以刑罚伺候。既然孔子“三月

不别”，是知此事并非没有挽回的余地。原告最终撤诉，乃因他终于体悟到了“不孝”之子也是自己之所教，没有或无法教育好，

还请求官府司刑，虽或可消消气，但于心“安”否？从这里所能看到的是，“父子相隐”并不一定仅是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有超

越今日“法律”外的教化上的需要。这仍说明孔子的主张并不违背当时的法律，而且在孔子看来，礼乐文化、伦理教育的作用，大

于讼事、刑律。文化、伦理的价值重于行政、刑罚。 

显然，如果从中西之异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法系的特殊性，就不会否定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与伦理的一致性。至于这一点在当今有什

么弊端则是另一个问题。而我们的任务之一，也应当包括从传统伦理法的分析中认识其普遍意义。但是，穆文则完全站在自以为的

西方现代法律的立场，指斥笔者犯了“特殊主义”的错误。此处不论辩证法关于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基本论点，仅从穆文所

持的立场看，至少也是把西方的“特殊”当成了“普遍”来讲！中国的“特殊性”中究竟有什么是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仍然是有

待深入探讨和历史检验的！但是，西方（其实是泛西方）特殊性的普遍意义难道就是毋须证明的吗？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孔子的

“亲亲互隐”之“直”，古代与近代的中国与古今西方的刑法上的容隐制及其背后的维护亲情伦常的理念，值得我们从多重维度上

加以深刻思考。 

三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父子相隐”或推而广之“亲亲”之情可以绝对化地理解为“至高无上”的。儒家缺乏这种绝对化的观念，倒

是今天一些年轻专家们笼统地给儒家扣了“亲情唯一”、“亲情至上”的帽子。其实孔子本人就赞扬了“不隐于亲”、“大义灭

亲”的直德。《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在处理晋国的邢侯与雍子争田的案子中，叔向的弟弟叔鱼代士景伯判案。雍子嫁女儿给叔

鱼，叔鱼宣判邢侯有罪。邢侯发怒，杀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请教叔向如何治罪。叔向说：雍子自知有罪，用女儿贿赂来换取胜

诉；叔鱼受贿鬻狱，出卖律令；邢侯擅自杀人。三人同罪，按律均当杀而弃市。于是杀邢侯，陈三人尸。“仲尼曰：‘叔向，古之

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灭。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孔子在此赞扬叔向多次指出其弟的罪恶，于

其亲不包庇隐蔽，是由义行义之举。孔子肯定治国制刑的普遍标准，赞许叔向的直德。孔子是遵循当时的法律的。可见我们读孔

子、读历史文献，一定要弄清楚上下文，弄清楚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场景，要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不要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任意上纲上线。就因为孔子主张“父子相隐”，不去理解中外法律史上和中国文化史上的深层原因，就强词夺理说

孔子儒家只要亲情，不要法律，不讲公德，毫无正义可言，专搞腐败，沒有普世价值云云，结论也下得太快太绝了。其实中国历史

上的“大义灭亲”的义行，正是在儒家文化的孕育下形成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复杂：儒家既主张亲亲相隐，又主张大义灭亲，这都

要看具体历史事件，了解其对家国天下、宗族亲属、个体人格、行政司法的利害关系与伤害程度，加以权衡。 

当然，不能否认，“德主刑辅”思想在实践上可能会出现复杂情况。如当道德与法律出现矛盾时，为了道德有时不能不以牺牲“法

律”为代价，这和为了法律有时又不能不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一样。如《礼记·学记》云“君不臣于臣”者有二：一为尸，二为师。

再如唐律规定“亲亲相隐”应为前者；而唐律又规定谋反、谋大逆、反叛不在相隐之列应为后者。孔子儒家被人指责恐怕多因为前

者。不过，如果历史地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居主流地位，而致力于立教的儒家又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并无一个独立



的实体可以依附，所以作为世俗形态的儒家要能够在政治上的专制和宗法社会中找到它的道德理想生存的空间，的确有其对现实的

妥协的一面。穆文认为儒家道德难以有其现实上完美的表现而“虚伪”，不知诸位想过没有，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一部完美无缺

的法律，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法律所追求的公正理想是“虚伪”的，就不需要有理想了？ 

穆文从抽象的“法律”观念（实在是一种恶的抽象，想象中的现代西方法律）出发，设定“父子相隐”一定是逃避“法律”，固然

不免是今人易犯的毛病，同时却涉及一个不得不说明的问题：伦理法中的“父子相隐”作为一个事件，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服从

于其根本理想。“德主刑辅”并非意味着伦理与刑律的对立。在儒者看来，“无非教也”。“德”为教，“礼”是教，“刑”也是

教。同时，无非法也。有“德法”，有“礼法”，有“刑法”，也有“天罚”。何为“天罚”？身居皇位，却感到自己成天坐在火

药桶上；纵有万贯家财，仍惶惶不可终日。以为从法律上驳倒了“父子相隐”，就可以把儒家的道德“连根拔出”，纵可以实现，

中国人也成为不了西方人。 

四 

穆文在“父子相隐”问题上主要指笔者为“特殊主义”，而在孟子评价舜封象而流共公诸人问题上的解读上则主要是指笔者执有

“双重标准”。其实，即使这种指斥能成立的话，穆文自己也是用了双重标准。 

穆文所谓“双重标准”，大抵指儒家伦理“亲疏之间区别对待”或“亲亲之杀”。这涉及到宗法社会的背景，此处不能展开。但仁

与义是相配合的，“亲亲”与“尊贤”相配合是礼之所生的根据，所以，将“亲亲”孤立起来，绝对化，并不符合儒家的原意。再

说，“亲亲”本身并非只是伦理的亲情，而且包含有如孟子的“推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近亲到远邻，由小宗到

大宗，由邦国到天下，还有如《大学》的“絜矩之道”或《礼记·丧服四制》的恩（仁）、理（义）、节、权等“人道”原则。当

代新儒家如梁漱溟早已把儒家的伦理亲情称为“情理”，就是证明。所以，“双重标准”一说并无须证明。而为什么会从“君子议

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蜕变为今人意义上的“亲疏之间区别对待”，是需进一步深思的。 

当然，舜、孟子乃至王阳明等，肯定有自身时代的局限性。具体地说，孟子如果有可以指责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并没有设置一个

“正当防卫”的底线，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断言：人性善。不过，作为在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为司空见惯的时代，说这种话究

竟是“虚伪”还是唯一“高明”的见地，恐难一人说了算，更难为经验所证伪。即使“德法”、“刑法”均不受，尚有“天罚”。 

在孟子的问题上，穆文再次随意指曾经杀人未遂的象犯有“谋反罪”，也不考虑诉讼时效，更不愿意面对舜受迫害乃至“率兽食

人”的孟子时代是否有所谓“法律”可以让他们“绳之”。《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

路》）这些当然不会为穆文作者所苟同。但如果事事均求诸法律，那么，穆文作者作为学者的社会身份岂不有些多余？岂不又回到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代了吗？有趣的是，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当年听到传说，也批评舜“放父杀弟，不可为仁”啊！法

家商鞅在秦奖励告奸，鼓励夫妻、朋友、邻里互告犯罪，尚不敢鼓励子女告发父母啊！儒家一再反对并防止法家极力主张连坐、诛

连。后世的法家、文革的法家更是登峰造极。儒家之高于法家是不用我们饶舌的。 

五 

穆文虽自称要“历史地”、“批判地”对待儒学，但细读其文给人的印象仍然仅仅是批判儒学。批判是后人具有的为前人无法剥夺

的权利。但批判应有批判的原则和参照。由上文我们看不出穆文是在什么语境中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儒学的。如果不能客观地了解，

怎能谈进一步的“批判”？没有把曾经想图财害命的兄弟，按照不知什么时代、完全不讲程序的法律送上法庭，关进不知有没有的

监狱，舜竟要受到“双重标准”和“徇情枉法”的指控！孟子胆敢为其辩护，也要受连带责任。 

从其文章来看，穆文当然不会是“照着讲”的，大概，其自认为是“接着讲”的吧！此“接着讲”由于割断了历史，便很难与“随

便讲”区分开来。否则，杀人怎能与偷窃同日而语！不诉诸传统的刑律难道就一定不会有穆文所理解的“法律”责任吗？穆文作者

不顾学者身份端直做起法官来，断案之随意，比起古往今来的昏官毫不逊色。即使如此，穆文仍心有所憾，又指某著名学者某泰斗

级国学大师如何。我们不知它指谁，不好置评。但既然是学术讨论，为何不指名道姓，与人公平公正地探讨？如此不点名其实是不

想听人答辩而自顾自地控诉他人，岂不是“双重标准”吗？ 

于此，儒家伦理的永恒价值不容置疑。儒学纵然存在着自我检讨的限制性，也是难以外在地清除的。因而，穆文所说的“信口开

河”也罢，“哗众取宠”、“主观臆想”也罢，“发疯”、“鼓舌”也罢，只要它们是合法的，又都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有何不

可？但穆文的雄心壮志不仅是用上述词汇对待与它有不同学术观点者，还要使对方无答话的机会，甚至竟然要让他们都“销声匿

迹”，重搞一言堂，这不仅是双重标准，简直有点霸道了。 

尽管我们与穆文有些观点不合，甚至可能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穆文至少主观愿望是善良的：希望推进学术繁荣

并促进社会的文明。据此，我们不是不可以从儒家具有普遍意义的态度来理解穆文的思路和善意。只是，由于事关重大，在法律与

道德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因而，我们应该牢记教训，时时警惕自己不一定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点，反而把它的负面给保留了

下来。因为，人注定很难知道他自己的边界或限制，不免发出些庄子早就说过的“鷇音”。要避免它，除了上文一再强调的“反躬

修己”外，就不得不允许并尊重别人的发言。他们完全可能和任何人一样有健康的头脑和善心。退一万步说，这也是按“法律”规

定他们应该有的权利。这也是为了“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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